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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需要突破“西方中心论”。而突破“西方中心论”，首先需要认
识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现实基础，明晰“西方中心论”的传入历史，评估其存在的现状和突破的
难度。无论“西方中心论”还是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都不单纯是理论问题，都与国家实力密不可分，因
此，应将两者与国家实力的关系问题纳入突破和建构的思考。而由于“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历史研究
形成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与制约，体系建构应该在重新认识中西方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关于“西方
中心论”的评价，我们应秉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对它的基本体系必须予以否定、解构、突破，直至颠覆;
同时，也要肯定那些合理的、积极的、有价值的部分，将它们作为学术资源予以吸纳或利用，以助力我
们的话语体系建构。
【关键词】 话语体系 西方中心论 封建主义 自我汉学化 自我批判精神

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需要解构和突破“西方中心论”，这是现在史学界的基本认识。问题在
于，应该怎样认识“西方中心论”的传入，怎样评估其存在的现状和突破的难度，怎样摆脱它的羁绊以
推进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做一探讨，以求对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有所

助益。

一、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问题

本文的“中国史学”包括世界史。之所以将中国史与世界史合一，主要是考虑“欧洲中心论”是
两者共同突破的对象，突破过程中需要相互为援，彼此助力，世界史需要中国史的支持，中国史也需

要世界史的支持。由于笔者的研究方向是世界史，涉及的内容、使用的资料以世界史为多。
在中国史学界，突破“西方中心论”的意识应该主要形成于改革开放之后，在此之前，似乎还比较

淡漠。这涉及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问题，所以，首先对此做一考察。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世界史研究，可按学术界习惯以改革开放的启动即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

的召开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改革开放前 30 年;第二阶段为改革开放后 40 年。在此基
础上，学术界在第一阶段又有“文革”前 17 年和“文革”十年的称谓。这对中国史研究也许是必要
的，但就世界史研究而言，在我们看来，似乎差别不大。前 17 年通过翻译苏联的十卷本《世界通史》
等著作，引进了苏联世界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西方中心论”遂成为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理论。“文
革”十年虽然与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但世界史研究基本上还是在“西方中心论”的框架中进行，似
乎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在第一阶段，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世界史研究的条件非常有限，研究内容主要是解读马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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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斯等经典作家的著作，而成果主要是高校教材和数量不多的论文。虽也有学术著作出版，但数
量十分有限。这一时期的教材，有些为正式出版，有些则为铅字印刷，但都用于大学历史系的课
程讲授。
当时的教材编写主要是借鉴苏联的世界史研究。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便

是在苏联十卷本《世界通史》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无论思路、框架，还是理论、方法、概念、资料等，都
深受其影响。① 而苏联的世界史研究就是以欧洲为中心，十卷本《世界通史》正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我们的世界史研究还处在“一穷二白”的境地，研究资源只能从苏联“老大哥”
那里引进。中国史研究因有较好的基础，状况可能好些，但基本理论方法也深受苏联影响，这方面应
该与世界史类似。这便决定了“西方中心论”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地位。特别是当我们将这些教材
分发给学生要求他们阅读学习并传授相关知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不自觉地充当了“西方中心论”的
“传播者”。
我们应该重视教材编写对“西方中心论”在当时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就世界史知识而言，当时

学生的大脑还几乎是一张白纸，而就是在这个阶段，接受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教育。他们通过
教材阅读学习，在自己的知识、学术上搭建了基本的框架，形成了世界史发展的基本认知，进而形
成了自己的观念。而观念一旦形成，要想改变也就有了难度。如同求学阶段的学生，这一时期中
国的世界史研究也处在求知阶段，面对新鲜的世界史知识拼命吸收，很少有批判意识。正是在这
样的情况下，“西方中心论”便开始扎根于数代世界史学者的观念中，这决定了新时期话语体系建
构的难度。
进入第二阶段，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取得重大发展，在论文发表、著作出版、科研立项等方面，都取

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在研究领域，形成了许多新的方向，如环境史、医疗史、概念史、观念史、情感
史、宪政史、财税史、东北亚史、太平洋岛国史、环地中海史等。这些方向填补了国内世界史研究的空
白，标志着新时期世界史研究的重大发展。
如前所述，“西方中心论”在新中国初期主要是从苏联传入的。老一代历史学家虽有拒斥，但并

没有影响它在中国学术界的传播。所以这一时期大学教材的编写，是以欧洲历史为中心。如果说
“西方中心论”在这时的传播因具有间接的特点而在力度和强度上还比较有限，且因传入未久，还主
要表现为理论体系框架、基本发展脉络、主要历史人物与事件、主要历史景观的展示，那么，随着改革
开放的启动，大量的西方概念、范畴、观点、理论、方法、资料等便由欧美国家直接涌入国门，“欧洲中
心论”遂得到充实与巩固，进而基础化、工具化、观念化了。这种涌入，由于在力度、强度，特别是在数
量上已远非改革开放前的传播所能比拟，当然推动了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大大加

强了“西方中心论”对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控制，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突破的难度。
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启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长，学术界开始意识到突破“西方中心论”

的必要性。这首先表现为大学教材的编写缩减欧洲史的内容，增加亚洲史的篇幅。与此同时，中国
史学主体性等问题也成为学术界备受关注的话题。许多学者对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进行了理论反
思，围绕奴隶制、封建制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历史发展路线、中国史学叙事体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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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需要说明，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世界通史》在传播、普及世界史知识;培育世界史人才;推进、提升世界史研究等方面的贡献，
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地位，是学术界公认的。所谓苏联影响，乃是时代的问题，任何一部教材、专著都难免留下这样的
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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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这对突破“西方中心论”当然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应该认识到，所谓“突破”，还仅仅表现为在
一些点上证伪了“西方中心论”的概念与观点，与颠覆“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还有很大距离。而
要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当需重新设计中国史学的概念、范畴、发展路线和理论框架，这方面，学术
界所做的工作还比较有限。由此可见，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基础还很薄弱，对此，我们应该有一
个基本的认识。

二、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现状评估

如上所述，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学术界意识到突破“西方中心论”、建
构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必要性。今天，改革开放 40 年过去了，历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的现状如何
呢? 有学者认为，“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已经被“打散”或“破灭”。① 笔者觉得这一估计可能过于
乐观。这是一个形成于 18、19 世纪、统治学术界长达二百余年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已经深深扎根于
人们的思想观念中，仅凭学术界某些学者的文章和著作，恐还难以认定为“打散”或“破灭”。我们现
在的学术体系仍然是西方人的架构，基本思路仍然是西方人的图式，基本认识仍然是西方“民主”、东
方“非民主”。其中，虽然也包含一定的客观解读，并存在一定的恨铁不成钢的心理因素，但这些都与
“西方中心论”不构成冲突。在笔者看来，这就是现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基本状况。而且，我们还应
该了解“西方中心论”在思想界、学术界、知识界的观念中处于怎样一种状况。这些仅从出版物上还
难窥全豹。我们已进入大数据时代，稍微探视一下微信群，就会感觉与上述作者所说的情况不同。
我们应该充分估计“西方中心论”解体的难度，这样可能更有利于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对突破“西方中心论”的难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西方中心论”是工

业革命的产物，而工业革命的核心是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
步、生产力的提高使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引发了人类自新石器以来生产史的革命。机器生产
推动了经济的腾飞和国力的强盛，实现了欧洲主要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赶超。正是在此基础上，
英法等国从与世界各国的对比中认识到可以控制世界了，于是依靠自己的富有和强大，建立了庞大

的殖民体系。殖民体系的建立及其资源的利用，又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中心论”的物质基础。
“西方中心论”的形成以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富有和国力的强盛为基础。它的维持和演变仍
然以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富有和国力的强盛为支撑。如果说工业革命发生后一直到 20 世纪初，
欧洲的中心是英法，那么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这个中心变成了美国。美国之所以取代英国占据中
心，首先因为它原来是英国的殖民地，与宗主国共享了工业革命的利好。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一个
移民国家，通过移民，欧洲各主要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量科技人员移居美国，不仅巩固了工业

革命的基础，而且为后来的科技发展、经济富有和国力强盛的维持提供了条件。进入互联网时代，美
国仍然引领世界的发展潮流，一直享受美元的霸权地位，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所以，今天的世界中
心与其说是西方，不如说是美国。
既然科技、经济、国力等因素支撑了“西方中心论”的形成和维持，那么，讨论“西方中心论”的突

破问题，就不能将这些因素置而不论。而所谓“突破”，便不单纯是概念、理论、方法、体系等的创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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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也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国力提升密切相关。由此，论及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也应
该从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国力提升的角度进行思考。新中国成立已有七十多年，之所以现在才提出
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主要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已今非昔比，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国力提升等方面
取得了重大成就，国际地位也实现了相应的赶超，具备一定条件提出话语体系的建构问题了。但我
们还应该承认，在科技、经济、国力等方面，我们与美国和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差距。正因
为如此，相关中央文件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仍然以“发展中国家”来定位当下的中国。① 这种差距要
求我们在开展话语体系建构本身工作的同时，也要加快推进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提升。
而当科技、经济和国力的进步、发展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础条件也就形
成了。而现在，欧美国家的科技、经济仍居世界前列，由此更可见突破“西方中心论”的难度。
同时，我们还必须正确认识“西方中心论”存在的现状，正确评估我们的“突破”现在达到了怎样

的程度。回溯人类历史，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后，因其具有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总要引起人们的思考和
讨论。而思考、讨论的结果，便是相关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的创建与形成。工业革命即属此类事
件，一经发生，便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思考和讨论，进而在欧洲思想家、人文社会科学家群体中形成了
一种“一览众山小”的傲视他国的至上感。由于感受了国力的强大和国际社会话语权的控制力，他
们认为可以建立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全球体系了。于是，在条件有限、特别是资料稀缺的状态下，
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生产，“西方中心论”的建构便由此展开。知识生产的对象起初是近东、北非，继
而是中东、南亚，然后是远东地区。形成的知识体系包罗万象，从民俗文化、历史传统，到种族环境、
素养理念、建制体制等，可谓无所不包。关于国家政体问题，虽自古希腊以来已有不少研究，但比较
而言，工业革命时代的著述似更具指向性。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不仅论述了民主、专制
等概念，而且限定到一定的地区和国家。
在这些概念中，有些因刚刚提出或形成，在同时代的东方包括中国还缺乏相关知识;有些在这些

地区和国家则早已形成，但内涵不同，例如民主，在古代中国，是指民之主，民之主宰，与西方的解释

几乎相反。关于东方特别是中国古代的政体问题，他们使用了“专制”概念。作为一个词汇或名词，
专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早已出现，但内涵不同。在古代中国，意指权力的行使，主要用于君王治国
理政，而这种治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符合天道的。② 在 18 世纪的欧洲，专制则是一个贬义词。孟德
斯鸠认为:“专制政体的性质是: 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③

“在专制的国家里，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绝无所谓调节、限制、和解、条件、等值、商谈、谏诤
这些东西……人就是一个生物服从另一个发出意志的生物罢了”。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亚洲是“世
界上专制主义……已经生了根的……地方”，④土耳其、波斯、印度、俄罗斯、中国等都实行专制政体。
在这里，国家的法律是专制君主个人意志的反映，统治的原则是“恐怖”。孟德斯鸠还从文字、礼教、
土壤、疆域、风俗等多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人何以适应于专制统治的问题。伏尔泰也涉及了中国的制
度。在早期，他对中国的制度文化还是歌颂的，特别是对孔子崇尚有加。但后来，他的观点发生了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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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
韩广召:《专制概念古今流变》，硕士学位论文，天津师范大学，2015 年，第 35 页。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第 19 页。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第 27、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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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说中国停滞不前，中国人缺乏智慧。① 在孟德斯鸠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尼考拉·布朗杰出版了
《东方专制制度起源》一书。② 魁奈则以伏尔泰的思想和著述为基础，撰写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一
书。③ 后来，狄德罗、赫尔德、黑格尔、穆勒、兰克等一大批思想家、人文社会科学家，在此基础上又进
行了充实与扩展，这一知识生产和“欧洲中心”遂形成了庞大的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方面是
欧洲:进步、发展、至上、理性、民主、自由、文明、富足、处于“世界历史”的中心; 另一方面是东方: 停
滞、落后、低下、愚昧、专制、奴性、野蛮、贫穷、自私、处于“世界历史”之外。
随着工业革命信息的传播，特别是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下签署丧权辱国的条约后，清政府不

得不走出“天朝上国”的迷梦，面对西方发展强大和中国落后挨打的现实。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局
面? 中国是文明古国，为什么会被后发的西方超越? 应该怎样解决落后挨打的现实问题? 于是，时

代精英发出了“睁眼看世界”的呼声，并由此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首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
救运动( 1861—1895 年) ，继而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旗帜“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崇尚与传播。随着向西
方学习浪潮的形成，“西方中心论”也就进入了国门。
需要说明，这个时代的精英是以学习的心态接受“西方中心论”的。他们想了解工业革命和欧洲

强大的现实。工业革命是怎样发生的? 欧洲经济发展赶超的原因是什么? 有哪些值得中国学习和
借鉴的经验? 欧洲人是怎样看待中国人和中国历史文化的? 如同一群求知若渴的少年，在他们的眼

里，来自欧洲的知识都是新鲜的正确的，于是，“西方中心论”进入了他们的知识储备，随着时间的推
移融入了他们的观念之中。对于自己的制度文化，他们也进行了反思和检讨。胡适即认为: “我们
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不如人。”④陈序经说:从物质生活、
工、农、商业、政治、教育、科学、交通等方面看，我们都不如人家，而西洋文化是世界文化的趋势，西洋文
化就是世界文化，你如不适应这一趋势，就只能坐以待毙。⑤ 须知，胡适、陈序经等都有长期的国外留学
经历，对国外有深入了解，他们对中西历史文化做了细致的比较和深入的思考后才得出了上述结论。
在此基础上，新中国建立后，“西方中心论”又通过苏联史学进一步传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

后，随着西学资料的海量涌入，几乎可以说“西方中心论”完整的理论体系已在中国建立起来。这方
面，前文已经论及。
接下来便是自我东方化或自我汉学化了。这里首先需要说明“西方中心论”、东方主义、汉学主

义、自我东方化、自我汉学化几个概念及其关系问题。关于汉学的概念，有学者认为，汉学与东方学
不同，在其形成早期，不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性质。⑥ 但后来，启蒙思想家添加并强化了意识形态指
向。而我们的讨论，主要限于 18 世纪以后，即“西方中心论”形成、传播的阶段，与此之前的汉学关系
不大，所以早期汉学是否有意识形态性质并不影响我们对自我汉学化的认识。关于东方主义、汉学
主义与“西方中心论”的关系，在我们看来，它们同属一个体系，或者说是一个建构的两个方面。因为
要突出欧洲的国际地位，就必须贬低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所以就有了东方主义和具有意识形态指

向的汉学主义。既然属于同一建构，它们的相似性就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中心论”是一种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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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73—79、213—2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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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是一种知识生产的实践理论，东方主义、汉学主义也是一种知识生产，同时也是一种知识生产的
实践理论。在这一建构中，“西方中心论”是知识生产的基本目标，东方主义、汉学主义则是在“西方
中心论”的控制或制约下按照它的设计运行。随着“西方中心论”的传播，东方主义、汉学主义也随
之传入东方和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方人或中国人也就逐渐适应了西方的价值、理念和思路，而
最终形成了自身的东方化或汉学化，这在学术群体和知识群体中是显而易见的。“西方中心论”是欧
洲人根据自己的历史和认识设计、创造的话语，是以欧洲或西方为中心认识世界历史的理论。“西方
中心论”形成后，由于没有其他理论可供借用，无论西方学者还是东方学者，只要编写世界史，都只能
借用这一理论。东方诸国必须通过“东方主义”来认识世界和自身，必须在“西方中心论”的控制下书写
自己的世界史。中国人接受了汉学主义，以汉学主义认识自己的历史，也形成了文化上的无意识。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部分学者认识到，以“西方中心论”撰写的世界史并不是真正的世界史，但直到今
天，即使是以破除“西方中心论”为己任的全球史，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相对于“西方中
心论”，东方主义、汉学主义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要建构中国历史学话语体系，在突破“西方中心论”
的同时，同样需要突破东方主义和汉学主义，而且这种突破较前者可能更具难度。
进入自我汉学化阶段，关于“西方中心论”的认识就更加复杂了。如上所论，随着改革开放，有关

西方的信息资料较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多地涌入国门。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概念、范畴、理论、
方法，到思路、框架、理念、体系等，西方元素几乎占据了国内学术的方方面面，而学者群体，无论专业
还是方向，也就大多在学习、推崇甚至膜拜西方学术。更重要的是，正是此时，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建
设的进程。在世界历史上，现代化建设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在当时也只有西方发达国家完成或实现
了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要想建设现代化，就只能而且必须向西方学习。由此即可以想见，有
关西方的信息资料在中国学者心目中的价值和意义，以及西方发达国家在知识人心目中的地位了。
因此，“西方中心论”也就在中国学术研究中进一步扎根。于是，在西方历史文化的比照下，中国学者
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又开始了对本国历史文化的反思和检讨，而且在深度和广度上远非五四运动

可比。这样，对本国历史文化的评价也就具有了自我汉学化的特点。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历史文化形
成的概念如民主、专制，也就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并以此来定性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提出的问
题如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的城市、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李约瑟难题、四大发明的
定性、中国是否有哲学等，也就成为国内学术界广泛讨论、经久不衰的话题。
当然，所谓自我汉学化并非指中国学者人人如此，有的学者特别是有的中国史学者可能未受或

少受时风所扰，仍然沉潜于自己的研究。但这样的学者太少了。有的学者基于民族情感或意识形态
立场也许会产生一定的警惕性，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西方中心论”业已本土化，他们可能难
以将本土因素与西方因素区分开来，因而无法将西方因素排除在外，甚至在研究过程中集体无意识。
但重要的是还同时存在这样一个群体:“西方中心论”在他们的心目中一直居于重要地位，具有重要
的学术价值，认为现在还没有新的理论或体系能够取代，其中关于西方历史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的

很多认识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个群体在量上可能大于前两个群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自
我东方化和自我汉学化的程度与现状。
更大的难度还在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理论的创建问题。历史研究只能以既定的史实为基础。可

是关于工业化和现代化，除了西方发达国家，世界其他国家大多还没有完成，甚至还没有开始。因
此，要研究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还不具备条件，而只能借用完成了工业化、现代化的欧洲模式与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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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现代化的非欧国家进行比较。这就难以形成完整的理论，而且仍然以欧洲的经验评说非欧
国家的事实。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只有“西方中心论”一种理论体系，这种体系大到人类历史的线性
发展观、现代化理论，小至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概念，都是西方历史的产物。我们既缺乏从本土
历史文化资源形成的概念、框架、理论、方法，也缺乏从自身看世界的理论和模式。这样，在工业化和
现代化的道路上，就无法说明在向西方学习之前我们自己的有别于西方的工业化道路，从而无法摆

脱“西方中心论”的羁绊。另外，还必须承认，有的非欧国家虽然历史悠久，但对自己历史的研究还很
不充分，到现在为止，还远没有自己的体系。基于以上原因，我们目前可能还难以建立起取代“西方
中心论”的理论体系。①

综上所论，“西方中心论”是一个在 19 世纪末开始引进，经过多代人的传承、扩展，在我们的史学
研究中已经基础化、工具化、观念化的知识理论体系。对这样一个我们正在使用的体系和据此形成
且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东方主义、汉学主义进行突破，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这可能需要几代人甚至多
代人的努力。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三、重新认识中西方历史的必要性

由于中西方历史研究都深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就必须通过重新认识中西
方历史来建立。20 世纪 80 年代，马克垚出版专著《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在史学界发出“重新认
识西欧封建社会”的呼声。② 今天，在突破“西方中心论”、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大势下，我们更应
该强调“重新认识”的必要、意义和价值。通过重新认识中西方历史，解构、摒弃西方那些缺乏客观性
的概念和理论，依据本土资源，提出新的概念和理论，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
一般说来，书写的历史与实在的历史在客观性上存在差距，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即使以客观主

义为撰史原则的兰克史学，也无法突破这一格局。而 18、19 世纪以来的欧洲史，是在“西方中心论”
的设计下形成的，与客观历史的距离更大。中国史的情况可能好些，但因为受“西方中心论”、自我东
方化和自我汉学化的羁绊，与客观历史的距离也比较大。由此，即可见重新认识的必要性。由于“西
方中心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具有涵盖性，我们的重新认识也应该具有全面性，而不能局限于某
些领域。在重新认识的过程中，应注意剥离欧洲史学家的思想意识，剔除他们先入为主的指导理念
和预设前提。这样，通过重新认识，就可以解构和摒弃“西方中心论”中那些缺乏客观性的概念、理
论，提出自己的概念，建立自己的体系。当然，重新认识的工程太大，困难太多，但不进行这样的认
识，所谓“突破”，效果就肯定是有限的。
实际上，学术界对中西方历史的重新认识很早就已开始，只是那时还缺乏组织筹划，所谓重新认

识，主要是学者个人的行为，分散独立，不成系统，加之当时的国力不强，地位不高，在国际学术界的

影响还很有限。
首先看关于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对普世主义的历史叙事进行了理论

反思，围绕奴隶制、封建制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历史的发展路线、历史学体系的建构等问题展
开了广泛讨论。例如，罗荣渠提出“一元多线”历史观，认为五种生产方式的单线发展图式违背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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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的原意。中国历史的发展路线不同于西方。① 黄现璠主张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以“中国中心
观”替代“西方中心观”，认为“中国历史应重新分期”。② 许多学者则各从自己的视角对中国历史进
行了分期。田昌五将中国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和以周期性循回演进为特点的
封建帝国时代。③ 张金光划分为邑社时代、官社时代、半官社时代、国家个体小农时代。④ 冯天瑜划
分为封建时代、皇权时代、共和时代。⑤ 晁福林划分为三种社会形态，即氏族、宗法封建和地主封
建。⑥ 王震中、⑦叶文宪⑧等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显然，上述学者已经致力于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认识了，这对“西方中心论”当然会产生一定冲击，

对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也有一定意义。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种重新认识过程中，他们所使用
的概念、框架、理论、方法基本上还是西方的，较少由中国学者原创。例如，封建、专制等，在多数学者
的笔下，仍然是西方的概念。另外，上述学者的认识多为个人之见，很多存在争议，有些还不够成熟。
这就必然会影响对“西方中心论”的突破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其次看欧洲史。国内学术界对欧洲史的重新认识在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开始。胡钟达探讨了古

希腊罗马奴隶制和欧洲封建制的关系问题，对欧洲史的传统分期提出质疑。他仔细考察了古希腊罗
马和封建社会前期的生产力构成、奴隶人数等，认为:从生产力的角度说，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没有
多大区别;在奴隶人数上，奴隶社会的奴隶并不多，封建社会的奴隶也不少。既然如此，就不应该将
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两种社会形态。⑨ 胡钟达的结论与许多西方学者的认识
是基本一致的，关于奴隶人数，西方学者一般也认为中世纪初期较罗马帝国晚期多。�10 这就说明，欧
洲史的传统分期的确存在问题。那么，欧洲封建社会应该从何时开始? 或者，是否需要创建新的概
念促进这一研究? 这些问题都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而问题的解决，对于“西方中心论”中的古典时代
和封建社会的概念与理论都将具有解构的意义。
关于欧洲封建制度，我们更应该强调重新认识的意义。对于“西方中心论”的一般批评，主要是

指它以欧洲为中心编纂世界史，以偏概全，忽略了亚非拉等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们的研究则应该在
批评这种编纂理念的同时，深入欧洲封建社会史的深处，直接揭示欧洲历史书写存在的问题，这对于

“西方中心论”显然具有更强的解构意义。
在重新认识欧洲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应首先注意解构与摒弃那些缺乏客观性的概念，这里以封

建为例做些分析。封建或封建主义的概念是在 17 世纪提出来的，其主要元素如封臣制、封土制、农
奴制、庄园制、城市等，主要是德国史学家、法学家从法学上定义的，与历史实际存在很大差距。后来
随着史料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入，人们才认识到这种差距，所以，很多史学家并不认同这些概念。梅特
兰说，作为一个概念，封建主义只是一个复杂社会的一种社会成分，而且还不是最具特色。依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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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钟达:《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内蒙古大学历史系世界史研究室编《世界史研究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
马克垚:《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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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由此产生的土地占有在这时是存在的，但不能因此称之为封建时代。应该提出一个概念，涵盖
一大片区域，包括法兰西、意大利、德意志、英格兰等国，从 8、9 世纪到 14 或 15 世纪。而封建主义则
无法囊括这么多的内容和这么长的时间。① 波斯坦认为，德国法学家是欧洲中世纪经济史研究的先
驱，他们生活于 19 世纪早期，经历了解放农民的斗争，并从中获得灵感，直接影响了他们笔下的中世
纪农民地位变迁史的研究。英国中世纪经济史的奠基者都是德国法学家的追随者，他们继承了德国
法学家的学术传统，于是也将英国中世纪农民地位的变迁史变成了丧失自由之后再获取自由的历

史。在波斯坦看来，必须将农民的经济地位与法律身份区别看待，而且，农奴不是农村中最贫困的群
体。② 关于庄园，其概念主要来自 9 世纪大修道院庄园的个案，而这类庄园数量有限，不具有一般性
或典型性，也难以反映历史实际，所以有学者主张 9—11 世纪的土地制度史应该重写。③

进入 20 世纪晚期，西方学者关于封建制度的研究更加深入。很多学者认为，封建主义的概念是
法学家建构的产物，这种建构早在中古时期已经开始。1994 年，苏珊·雷诺兹出版《封土与封臣》一
书，对封建主义的概念进行有力的解构。作者认为，传统观点严重夸大了封君封臣制的重要性和普
遍性，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简单归结为封君封臣关系，必须进行重新考察、认识和概括。关于封
土，12 世纪之前的地产大多为自主地，而非分封所得。12 世纪之后才具有了封建属性。作者分别考
察了法兰克、法兰西、意大利、英格兰、德意志等王国的历史，认为在法兰克王国，国家并非通过个人
关系进行统治，相反，民众对国家和王权都有很高的认同感。所谓采邑，这时还没有影响土地的自主
性质。在法兰西，封土与封臣结合一直被视为 9—11 世纪古典封建主义形成的标志，事实上，这时两
者之间并没有联系，直到 12、13 世纪，这种联系才得到发展。但 16、17 世纪的法学家却将这时的概
念推前至加洛林时期甚至更早，因此误导了后世的历史研究。在意大利，相关认识也都与后来法学
家的设计密切相关，历史的虚构在 12、13 世纪已经开始。英格兰在诺曼征服前还没有采邑的概念，
军事义务由贵族和民众负担，地产也都是自主地。诺曼征服后，法兰西的封土概念才开始传入，但传
入后内涵仍有别于法兰西，是可以继承的地产。被视为封建制度重要特征的军事义务，也远非学界
强调的那样重要，而且在 13、14 世纪就演变为契约关系。在德意志，传统观点认为封建制度的特征
是王权弱小和国土割据，但文献表明，封君封臣制在 12、13 世纪才开始传播，充分发展则是 14 世纪
之后的事情。④ 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可以说产生了颠覆效应，以至于许多学者著文使
用“别了，封建”“封建主义的死亡”“我们已经不再相信封建主义了”等表述，进而形成了弃用封建主
义概念、以领主权替代封建主义的趋势。⑤

既然主要元素与历史不符，“封建主义”或封建制度作为欧洲历史发展一个独立阶段的时代概念
的客观性也就可想而知了。欧洲如此，亚非拉的历史就更不必说。18、19 世纪的西方历史学家对亚
非拉包括中国的了解还非常有限，他们主要是依据传教士、商旅家的记录进行著述，而这些记录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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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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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道听途说。这样，把这一概念用于世界历史的一个独立发展阶段，问题也就更加突出。
欧洲历史发展图式中的封建主义、封建社会或封建制度的概念如此，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呢? 文

艺复兴是欧洲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作为概念，最早由这个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为了突出
复兴的历史地位，他们同时提出了“黑暗时代”“中世纪”等概念。① 学术界普遍认为，“黑暗时代”的
最早提出者是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的第一位人文主义者彼得拉克。他将 14 世纪以前的欧洲历史
分为两个阶段:西罗马帝国灭亡前为第一个阶段，即古希腊罗马时期;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至他生活的

时代为第二阶段，即“黑暗时代”。在他看来，罗马的拉丁语、艺术和文化都是欧洲历史的精华，应该
予以恢复，而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历史则不值得研究。继“黑暗时代”提出后，另一位人文主义史
学家比昂多于 15 世纪又提出了“中世纪( the middle age ) ”的概念。② 他把 5—15 世纪的欧洲史称
作中世纪，认为古典时代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他生活的时代是文化发展的另一个高峰，介于两者

之间的长达一千年的历史，是欧洲文化史的“空白”，是一个“黑暗时代”，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所以称
之为“中世纪”。上述概念提出后，得到了人文主义者的普遍赞同。17 世纪末，德国史学家克利斯托
弗·凯列尔在《通史》中借用了这一概念，用于人类历史的分期，于是就有了古代、中世纪、近代的划
分。③ 进入 18 世纪，中世纪的概念更得到欧洲历史学家的普遍采用。
关于封建社会的文化成就，彼得拉克的“黑暗时代”和比昂多的“中世纪”显然远离了客观的历

史。早在 8 世纪，欧洲大陆已有古典文化的复兴运动，只是范围和规模小些，学界称之为加洛林文艺
复兴。④ 之后，又有了 12 世纪的复兴运动( 1050—1250 年) ，⑤论规模与成就，这次运动已远超加洛林
时代，所以学界又将这次运动称为 12 世纪文艺复兴。这两次复兴，在拉丁语改进、古代建筑修复、古
代典籍保护、绘画、音乐、教育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可以说，没有这两次复兴，意大利的文
艺复兴是难以想象的。另外，在文化进步、经济发展、制度革新等方面，封建社会也取得了重大成就，
如建立了大学、孕育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制定颁行了《大宪章》文件等。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人文主
义者也许还没有这样的概念。可是《大宪章》文件，作为时代精英应该是了解的，起草者为著名的教
会学者、坎特伯雷大主教斯蒂芬·兰顿，基本精神恰恰就是以人为中心。⑥ 可是许多人文主义者却认
为，西罗马沦陷以来的变化与事件不值得研究。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文艺复兴的概念。作为概念
的提出者，提出后予以推广使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进入现当代，五六百年过去了，为什么还在传承

和使用这个概念呢?

历史书写存在一个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作为主体的作者，总是要对作为客体的史料做出选
择。这种选择可有多种情况，其一是按作者的选题或主题，理应涵盖某一阶段的历史。文艺复兴应
属此类。“复兴”的对象是古典文化，“复兴”的参照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以迄人文主义者生活时代的
千年史。按文艺复兴的表述，这段历史内没有复兴，所以他们自称为复兴。这样，在人文主义者的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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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化或文艺信息几乎全是这个时代复兴的信息。而形成的文本，也就必然将非文艺复兴时代的
复兴信息予以掩盖或屏蔽，以至于整个中世纪都是黑暗的了。所以，在学者的印象里，文艺复兴的产
生给欧洲历史带来了跳跃性发展，使处在黑暗中长达千年之久的欧洲突然间阳光普照。此外，这种
现象的形成还与当时人文主义者的夸张炒作和后来“西方中心论”的设计构建密切关联。在相关知
识生产的过程中，他们一方面高度渲染文艺复兴的历史成就，另一方面又极力贬低中古时期的历史

地位，而贬低了后者，也就抬高了自己。加洛林时代和 12 世纪对古典文化特别是古罗马文化复兴的
成就明明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们却视而不见。这样，这些炒作和建构一经形成文字写入文本，作为知
识的消费者，便必然认为这就是客观的历史了。
我们不否认文艺复兴在人文社科等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不否认人文主义思想的创新性及其对

欧洲历史乃至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复兴”的表述存在问题。按传统史学的界定，14—16 世
纪文艺复兴运动之后，一直到 19 世纪中叶，随着历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学术研究的扩展深入，法国
学者让 －雅克·安托万·安培才提出加洛林文艺复兴和 12 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其后，特别是 12
世纪文艺复兴的概念，经过多代人的努力，到 20 世纪初期，美国学者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以《十
二世纪的文艺复兴》为题出版专著，才最终使其成型，并为学术界所接受。① 由于此前意大利文艺复
兴早已将包括加洛林和 12 世纪的复兴在内的中古历史投入黑暗，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意大利的文
艺复兴就是欧洲历史上“唯一”的复兴。但在今天，虽然文艺复兴的概念已经普及化，许多学者仍
然认为文艺复兴在当时的实际影响是有限的，引起的变化仅仅惠及欧洲的极少数人，大部分人的

生活相对于中古时期基本没有变化，因此不承认文艺复兴是一个重要事件。有学者甚至认为，这
个时代较中世纪还要落后，而且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例如拉丁语，本来在中古时期获得了很好
的发展，但由于人文主义者痴迷于古典拉丁，认为中古拉丁与古典拉丁两相抵触，于是终止了拉丁

语的自然进化。另有学者研究了当时的经济与科技状况，认为文艺复兴使经济发展趋于萧条，使
科技进步速度放缓。② 哈斯金斯则说: “历史的连续性否认前后相连的时代间存在如此明显、强烈
的反差，当代的研究也告诉我们，中世纪并非曾经想象的那样黑暗和静止，文艺复兴也不是那么光

明和突然。中世纪展示着生命、色彩和变化，对知识和美好的渴望与追求，以及在艺术、文学和社
会组织方面的创造性成就。意大利文艺复兴是以类似的运动———即使规模小一些———为先导的;
的确，它如此自然而然地来源于中世纪，以至于历史学家们对于它什么时候开始并没有达成共识，

有人干脆弃而不用 15 世纪风格 ( the Quattrocento) 的文艺复兴这一名词，甚至否认存在这样的复
兴。”③上述学者的观点对于我们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应该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理应引起我们思
考。这里讨论文艺复兴的概念问题还只是点到为止，在话语体系的具体建构中，则需要进行深入的
考据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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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专制、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问题，西方早在启蒙运动时期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观点: 西方
是民主的、自由的、法治的;东方是专制的、奴性的、人治的。这一观点较早见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
精神》，后经黑格尔、密尔、赫尔德、魏特夫等人的传播，逐渐形成“定论”，并在国际学术界得到普及。
前也已论及，启蒙运动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学者对东方和中国历史的了解非常有限，限于当时的条件，

很多内容都是通过道听途说的材料写成的。但作为引领世界经济、科技的发达国家的学者，他们是
知识的生产者，一经将关于东方和中国的历史信息形成文本，作为知识消费者的非欧国家，便只能接

受他们的观点了。于是，东方专制主义的定性也就被普及化和国际化了。
那么，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 怎样才能回归或接近历史实际? 关于专制主义和东方专制主义

问题，国内学术界也早有研究。改革开放初期，即被作为重点写入了大学世界史教材，认为西方奴隶
社会、封建社会末期都曾形成专制制度，如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英国的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
朝，法国的波旁王朝、西班牙等。这也是学术界的一般观点。后来，国内学术界又专就魏特夫的《东
方专制主义》展开讨论，并出版了论文集，遂使这一问题获得了更深入的研究，且基本上形成了共
识。① 问题在于，我们使用的概念，如民主、专制、封建主义、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等，都是西方的
概念，而专制、专制主义、东方专制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都是西方的预设。使用西方的概念、理论，却
又想否定、突破它们，这就决定了突破“西方中心论”的难度，而突破的效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马克垚的《古代专制制度考察》一书，对专制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定义，赋予其新的内涵。

他认为，专制主义在古代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进步，这表现为国家、社会
比较稳定;割据势力受到限制;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农工商具有更好的发展环境;文化教育事业得到

保障支持;政府能够举全国之力办大事，如举办大型工程等。在性质上，专制主义不是无限王权，而
是有限王权，受到法律、习俗、官僚机构和各种社会力量的限制。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不受约束、不受限制的权力，这与政体关系不大。在这种政体下，君主享有独断权力，有时也造成消
极后果，造成很大破坏，这在评价时也必须注意。② 如此，自己的概念形成了，西方的概念也就可以摒
弃了。在提出新的概念的基础上，马克垚考察了古代罗马、中古西欧、中国、俄罗斯等国专制制度的
历史，并概括了各国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他的专著，也就成为迄今为止突破或摆脱“西方中
心论”的为数不多的专著。这样，通过客观历史的透视，对更多的西方概念、理论进行重新认识，我们
的建构自然会对“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形成进一步解构，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对“西方中心论”造
成突破。
在证伪、解构、突破“西方中心论”的同时，我们还须依托本土历史，从世界史的角度，相应提出自

己的概念、设计自己的框架、建立自己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完成自己的组建，形成我们的话语体系。
这方面，中国史学者已经提出了民本、礼制、天理等概念。接下来，应该从世界史的角度进行思考，如
何完成这些概念与世界史的接轨。如上所论，在历史发展图式等方面，很多学者已经提出了自己的
思考和设想，这些都是建立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此基础上，在加深研究的同
时，将这些资源系统化。当提出的概念和理论达到一定的密度、形成一定的系统、全方位覆盖中西方
历史时，所谓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也就建构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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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见李祖德、陈启能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马克垚:《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41 页。



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中的“西方中心论”问题

四、应注意的问题

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的话语体系自然要对传统文化的精华
和优长予以浓墨重彩，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发展作出的贡献，如印刷术、造纸术对文艺复兴及其传播
的贡献、指南针对地理大发现的影响等大书特书。与此同时，也要把“欧洲中心论”对中国历史文化
的掩盖抹黑予以清理复原，驳斥那些缺乏历史依据的评论与观点，如孟德斯鸠、黑格尔等对中国制度
文化的恶评，赫尔德、艾默生等对中国人的丑化等。这是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基本目标，无须
多议。
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浓墨重彩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受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掩盖过去的不足，

对传统文化作出缺乏客观性的评价。学者是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民族主义情绪一旦介入生产
过程形成文本，就必然带来后患。在历史文化领域，民族主义的兴趣所在，不仅是本土历史文化的
亮点，也包括许多负面的内容，特别是在“西方中心论”面前，情况就更是如此。结果，就可能对负
面的内容作出不恰当的评价，甚至正面化。如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只要与西欧国家如英国
的历史做一简单比较，中国中古后期发展的缓慢也就显而易见了。可是许多人认为历史实际并非
如此，特别是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历史似乎处处阳光明媚，鲜花盛开。诸如此类的问
题，都是建构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绕不开的话题，都应该给出客观的评价。
因为我们所做的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就必须坚持客观原则。掩饰传统文化的不足和缺陷，写

出来的历史就肯定不是客观的历史，而且也得不到国际史学界的认同。另外，不要以为将过去的不
足置于话语体系之中就影响了建构的力度。恰恰相反，客观评价过去的不足或缺陷，更能反衬今天
的成就，进而汲取历史的教训，推动未来的发展。否则，就会重蹈历史覆辙，付出更多代价。总之，我
们必须正视传统文化的不足和缺陷，不能因为西方人曾予恶评、讥笑，就将这些不足和缺陷加以掩盖
和修饰，甚至把它们说成优长。
同时，评价西方历史文化，特别是“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也要秉持客观原则，忌受民族主义

干扰。在我们看来，“西方中心论”入传中国后，所起的作用并非都是负面的，也助推了中国人文社会
科学的发展。正如中国的四大发明西传推动了欧洲文明的进步、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改革开放
引进国门推动了中国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一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也得益于西方先

进的理论方法而获得了发展。在这里，学科方向有异，但道理没有不同，都推动了落后一方的进步与
发展。否则，所谓开放、交流、引进，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应该说，没有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
方法的借用、吸收，改革开放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可能就发展不到今天的水平。这方面，我们也应该
做出客观的评价。
前已论及，“欧洲中心论”是欧洲思想界、学术界基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于 18 世纪以来形成的理论

体系，其中蕴含了许多有价值的因素，例如发展理念。发展理念原本是欧洲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正
是在这一理念的作用下，欧洲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工业革命。作为工业革命
的结果，“欧洲中心论”自然也包融、传承了这一理念，因而进一步推动了工业革命的传播和欧洲历史
的发展，其中的价值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作为突破的对象，我们对“西方中心论”的评价应持一分
为二的原则，对它的基本理论体系必须持否定立场，予以证伪、解构、突破，直至颠覆;同时，也要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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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留、吸纳那些合理的、积极的、有价值的部分，把它们作为学术资源加以利用，以助力我们的话语体
系建构。
谈历史研究的客观原则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干扰问题，自然会引出另一个话题，这就是中西历史

文化中的自我批判精神。自我批判精神是西方历史文化的突出特点，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历代学人对儒家学说和专制皇权的批评、批判等即体现了
这种批判精神。近代洋务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师夷长技以制夷”“德先生和赛先生”也表达
或隐含了对传统制度文化的否定性评价。民国时期，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更诉诸实践，《大清民律草
案》即引进了罗马法因素，以助力国家立法。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近现代史上曾
展开过多次讨论，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形成了经久不衰的讨论热潮，这无疑是传统文化自我批判精

神的更典型的表现。
自我批判精神是经济发展、制度革新、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缺乏自我批判精神，就必然使社会

进步、历史发展受到不良影响。作为传统文化自我批判精神的具体表现，批评、论争，无论在学术上，
还是在政治上，都具有重要价值，都值得积极评价，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在中国史学话语体系中赋

予其一定的地位。

结 语

综上所论，“西方中心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始入国门，改革开放前进一步传入并开始扎根，
改革开放后随其构成因素的海量涌入，深植于中国历史研究，进而基础化、工具化、观念化。由此，即
可见突破“西方中心论”的难度。而且，“西方中心论”不单是一个理论体系问题，它以国家实力为基
础，在国家实力的支持下完成建构并维持运行。同理，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也不单是理论体系问
题，同样以国家实力为基础。这方面，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这也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突
破的难度。不止如此，我们的学术研究中还存在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汉学化问题，而祛除自我东方化
和自我汉学化，可能较突破“西方中心论”更具难度。此外，还存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理论的创建等问
题。现在世界上只有西方发达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和现代化，也只有“西方中心论”一种历史理论体
系，因此要研究这一问题，只能以西方的经验评说非西方国家的事实。这类问题的存在也加大了突
破的难度。由于“西方中心论”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影响广泛且深入，我们应该对中西方历史进行重新
认识，依据客观历史特别是本土资源，解构和突破“西方中心论”的理论体系，在国力提升的基础上，
建立起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

( 作者顾銮斋，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邮编: 250100)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张旭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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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s through scholarly reasoning. It will outline the trajectory of how China stood up and once again
became a rich and powerful nation. To follow this logic，on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scholarly system is the premise of building the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is system，
one combines the civilization in the East with the one in the West and creates“The Third Civilization”，
which，in other words，is the“New Civilizational Entity”. To put this into practice，we must transcend
East /West differences and launch a new discourse system and a new academic system that are
complementary to each discipline. The progress with time is the unique natu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rough this process，it will offer us continuous guidance and provide us with energy and wisdom to
understand and reform the world.

The Problem of Western-centr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f
Historiography / / Gu Luanzhai

In developing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of historiography，we need to overcome Western-centrism. To
do so，we must first and foremost grasp the historical and realistic basis for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e
need to familiarize ourselves wit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pread of Western-centrism in China，to
evaluate its current state of existence，and assess the difficulty of challenging it. Neither Western-centrism
nor Chinese discourse of historiography is merely a purely theoretical issue. Instead，their existence is
inseparable from national strength. Therefore，while discuss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ystems，one
needs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 strength.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of historiography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the basis of re-understanding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es，because Western-
centrism has form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influence and imposed great constraints o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China. To evaluate Western-centrism，we should adhere to historical dialectics. On the one hand，the
foundation of this system must be negated，deconstructed，transcended，and even subverted; on the other
hand，we must also acknowledge those reasonable，positive，and valuable elements，and absorb or utilize
them as resources to construct our own system.

Liu Zehua and His Historical Methodology / / Ning Tengfei

Liu Zehua is one of the leading scholars who comm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methodological awareness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new period. He proposed a series of historical methods such as
“Comprehensive Class-Community Analysis”“Yin-Yang Structural Analysis”and“Thought and Society
Interaction”. The Comprehensive Class-Community Analysis not only recognizes the rationality of class
relations，but also highlights the elements beyond class relations of the community. Its goal is aimed at
transcending binary between “class-only theory” and “non-class theory”. The “Yin-Yang Structural
Combination”method reveals the combined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deological propositions，
highlights the lead-support dynamic in the Yin-Yang relationship，and corrects the fallacies in the abstract
inheritance in the study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The method of“Thought and Society Interaction”highlights
the sociality of thought，the ideologicality of society，and the homogeneity of society and thought，aiming to
break down the academic barriers between different scholarly disciplines and across different academic
fields. Liu Zehua's historical methodology has two characteristics: appreciation of the illuminating natu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promotion of the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of historical practice.

On Kenneth Onwuka Dike's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African History / / Cao Fengyu，Hou Li

Kenneth Onwuka Dike is a prominent historian of Africa. His contributions to African historiography
are mainly focused on three aspects. First，by virtue of the innovative use of or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the emphasis on historical subjectivity of native African residents，he established national historiography of
Africa，which forcefully countered the long-existing prejudice on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of“Africa has
no history”. Second，through his effective leadership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in the University of Ibadan
and the Historical Society of Nigeria，Dike contributed greatly to the training of Africa's first generation of
indigenous historian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Ibadan School of History. Third，he also proposed many
significant academic points of view in the history of Nigeria，primarily concerning the origin of the people in
the Niger Delta，the politics of indigenous societies，the slave trade with the West，and the activities of
Western missionaries. At the same time，he also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preservation of
Nigeria's lo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On the whole，Dike's work is the product of his times. While he
remains neutral in his scholarly position，h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future African
histo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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